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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选式人格测验的传统计分与 IRT 计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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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与提升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875) 

摘  要  迫选测验的传统计分方式会产生自模式数据, 不能进行传统的信效度检验、因素分析和方差分析等。

近年来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的计分模型, 如瑟斯顿 IRT 模型和 MUPP 模型等, 它们可以规避

自模式数据的弊端。瑟斯顿 IRT 模型方便进行参数估计, 模型定义灵活; 而 MUPP 模型的拓展性较差, 参数估

计的方法有待提高。另一方面, 已有研究者基于 MUPP 模型开发了一些抗作假的迫选测验, 而瑟斯顿 IRT 模

型距离这种应用还比较远。此外, 两个模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都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检验。 

关键词  迫选测验; 自模式数据; 瑟斯顿 IRT 模型; MUPP 模型 

分类号  B841 

传统的人格测验多是 Likert 式量表, 这种测
验形式容易产生各种反应偏差 , 如默许反应
(acquiescence response)、光环效应(halo effect)、
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 在人才测评领
域又被称为“作假”) 等 (Cheung & Chan, 2002; 
Morrison & Bies, 1991)。 自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 
研究者开始采用迫选式人格测验来应对 Likert 式
测验的反应偏差。尤其是在开发迫选测验时, 加
入“称许性匹配”这一关键步骤, 即评定每一个陈
述所描述的行为受社会称许的程度, 然后将称许
性相同或者接近的陈述匹配成题组, 这种迫选测
验就具有抗作假的性能。基于这些优点, 组织在
人才选拔中经常使用迫选测验, 但是在研究领域
却鲜有研究者使用迫选测验作为研究工具。究其

原因在于测量学家很早就意识到迫选测验传统的

计分方式存在严重问题(Bowen, Martin, & Hunt, 
2002; Greer & Dunlap, 1997; Loo, 1999; Meade, 
2004; Tenopyr, 1988)。随着现代测量理论的迅猛发
展, 近十年来测量学家提出了一些精细的计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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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并据此开发了一些新型的迫选测验 (Elosua, 
2007; SHL, 2006; Stark, Drasgow, & Chernyshenko, 
2008)。这些努力为迫选测验的开发和应用带来了
新的曙光。下面将重点介绍迫选测验的传统计分

方式与问题以及 IRT 计分模型, 并就 IRT 计分模
型的优缺点及迫选测验的应用前景展开讨论。 

1  传统计分方式和自模式数据 

1.1  迫选测验的题目形式与计分 
由两个陈述匹配成一个题组是迫选测验最常

见的题目形式, 每个陈述可分别测量不同的人格
特质, 被试的特质得分就是他选择测量该特质的
陈述的个数。例如, 一个题组： 

A. 我是一个热情而友善的人。(外向性) 
B. 我的物品经常保持整洁干净。(条理性) 
要求被试选择最符合自己的一项。这两个陈

述分别测量外向性和条理性, 如果被试选择“A”, 
则外向性维度计 1分, 条理性维度计 0分; 如果被
试选择“B”, 则外向性维度计 0 分, 条理性维度计
1分。 
迫选测验允许两个以上的陈述匹配成组。如可

将测量三种不同特质的陈述配成一组, 要求被试选
出最符合自己的一项和最不符合自己的一项： 

A. 我是一个热情而友善的人。(外向性) 
B. 我的物品经常保持整洁干净。(条理性) 



550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2卷 

 

 

C. 抗拒诱惑对我来说没太大困难。(情绪稳
定性) 

被试选择最符合的一项计 2 分(如选择“A”, 
则外向性维度计 2分), 最不符合的记 0分(如选择
“C”, 则情绪稳定性维度计 0分), 未选择项记 1分
(条理性维度计 1 分)。可见, 无论被试怎样作答, 
每个题组的满分都是 3 分, 因而整个测验的满分
对所有被试而言也是个常数。 

Cattell (1944)指出 , 在迫选测验这种传统的
计分方式下 , 产生的测验分数为自模式数据
(ipsative data), 这种数据的总分是一个常数; 而
Likert 量表分数的总分不固定, 是一种常模数据
(normative data)。 
1.2  自模式数据的性质及其应用局限性 

Meade (2004)对迫选测验所产生的自模式数
据的测量学性质给出了数学描述。假设一个两两

配对的迫选测验, 测量两种特质(a 和 b), 那么在
经典测验理论(CTT)框架下 , 被试的测验总分可
以用以下公式来表示： 

 a b a bC T T e e= + + +
 

(1) 

其中, C= 题组个数(是个常数); Ta和 Tb为两

个维度的真分数, ea和 eb为测量误差。 
由于测验总分 C 是个常数, 当被试的真分数

(Ta 和 Tb)比较大时, 误差值可能为负值; 当被试
的真分数比较小时, 误差值比较大。显然, 在迫选
测验中 , 真分数与误差存在负相关。这违背了
CTT的基本假设。 

同时, 特质 a的观测分数可表示为： 

 a a aX T e= +
 

(2) 

由公式(1), 可得： 
 

( )a b bX C T e= − +
 

(3) 

则公式(2)+(3)除以 2,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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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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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此, 特质 a的测验分数是维度 a、b的真分
数与 a、b的测量误差的函数。 

当迫选测验测量多个特质时, 第 j 个特质的
分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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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述数学推导说明不同特质的测验分数之间

存在着相互制约关系, 这同样违背了 CTT的基本

假设。对于自模式数据, 测量学家和统计学家反
对采用与常模数据相同的方式来处理和分析(如
Clemans, 1966; Closs, 1996; Cornwell & Dunlap, 
1994; Johnson, Wood, & Blinkhorn, 1988; Loo, 
1999; Meade, 2004)。具体的原因如下： 

(1)迫选测验的分数不能代表被试人格特质的
绝对水平, 只能反映个体内部人格特质的相对水
平。如公式(4)中测验分数 Xa反映的是 Ta−Tb的性

质, 而不仅是特质 a的分数高低。因而, 被试在一
些人格特质上得分高, 在另一些特质上得分必然
会低, 这使得测验分数的意义难以解释。 

(2)因子(特质)分数的协方差矩阵的每行/列的
和为零。因子相关之和为负值 , 且趋向于
− 1/(m − 1), 其中 m 为变量个数(Clemans, 1966; 
Hicks, 1970)。因而, 因子之间的相关是不可解释
的, 任何典型的因素分析方法都不适用于分析迫
选测验的分数。比如, 自模式数据通常会产生两
极化的因子, 即一个题目在两个因子上有较大的
载荷, 而且方向相反。Cornwell 和 Dunlap (1994)
认为 , 应使用称名变量分析技术 (multi-nomial 
statistical techniques)来分析自模式数据, 这样可
以解决两极化因子的问题; 但是当分量表数目较
大时, 这种方法就变得难以操纵。 

(3)由于测验分数不仅测量了某一特质的真分
数, 还会受到其他特质的真分数和误差分数的污
染, 经典测验理论的典型假设—— 某一给定特质
的观察分数的期望值等于真分数—— 就不能成
立 , 传统的信度估计方法都不再适用。Tenopyr 
(1988)认为 , 由于项目水平的误差存在相关 , 迫
选测验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会被高估, 但另一方面
这种系数的膨胀会随着每个分量表题目的增多而

大幅降低。 
(4) Clemans (1966)指出由于测验分数存在内

部关联性, 使得测验分数与效标之间的协方差之
和为零。显然, 如果测验分数满足方差齐性假设, 
那么效度(测验分数与效标的相关系数)的和为零。
因而, 不宜解释迫选测验与外在效标的预测效度
或者同时效度的意义, 因为一些特质的效度系数
为正, 一些特质的效度系数必然为负。同样, 迫选
测验的分数也不适宜进行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 
它会增加犯 I 类错误的概率, 同时也会影响统计
检验力(Greer & Dunlap, 1997)。 

针对自模式数据的问题, 研究者也提出了一



第 3期 王  珊等: 迫选式人格测验的传统计分与 IRT计分模型 551 

 

 

些解决建议, 如： 
(1) Saville和Willson (1991)和 Bartram (1996)

通过模拟研究提出, 测量的人格特质数量应达到
30, 且不存在相关或者至少不存在中等程度以上
的正相关时, 其信度、内部相关等接近常模数据。 

(2)数据分析时去掉一个项目、部分因子, 或
者改变计分权重等, 使测验总分不再是一个常数
(Hicks, 1970; White & Young, 1998)。 

(3)针对自模式数据直接进行因素分析所存在
的问题, Chan等人提出在验证性因素分析框架下, 
可以通过一个转换矩阵, 将自模式因子模型转换
为常模因子模型, 并且运行一个两阶段的参数估
计程序 , 可以得到较好的模型拟合结果 (Chan, 
2003; Chan & Bentler, 1998)。 

自模式数据大大限制了迫选测验的发展和应

用 (Christiansen, Burns, & Montgomery, 2005; 
Converse et al., 2010; Goffin, Jang, & Skinne, 2011; 
Heggestad, Morrison, Reeve, & McCloy, 2006 )。虽
然测量和统计学家对自模式数据的性质进行了

深入探讨, 并且提出了一些补救的方法, 但是只
要迫选测验的计分方式没有改变 , 迫选测验的
分数就会是自模式数据 , 测量学家的各种努力
只是在尽量降低自模式数据的影响 , 使其分析
方法和解释更加合理 , 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自
模式数据的问题。 

2  迫选式人格测验的 IRT 计分模型 

进入 21 世纪以后, 测量学家基于被试对迫
选测验的作答过程建构了一些项目反应理论

(IRT)模型 , 这些精细的模型摒弃了传统的计分
方式 , 可以估计被试潜在的人格特质水平(特质
分数是常模数据), 从而规避了自模式数据带来
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有较大影响的 IRT模型是由
Brown 等人提出的瑟斯顿 IRT 模型(Thurstonian 
IRT Model)和 Stark 等人提出的 MUPP 模型
(Multi-Unidimensional Pairwise-Preference Model, 
MUPP)。 
2.1  瑟斯顿 IRT 模型 

Thurstone (1927)提出了著名的瑟斯顿比较判
断法则(Thurstone’s Law of Comparative Judgment)来
描述被试进行迫选时的反应过程。他认为对于配对

的两个陈述 i和 k, 被试独立反应各产生一个效应值
(utility) ti 和 tk。假设 

 *
l i ky t t ε= −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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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f 0.
l

l
l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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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即如果 ti 大于 tk, 则被试倾向于选择陈述 i, 
否则选择陈述 k。Thurstone 认为应该允许判断误
差 ε 的存在。他假设 ti、tk 和 ε 都服从正态分布, 
并且相互独立。 

Brown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瑟斯顿 IRT 模型
(Brown & Maydeu-Olivares, 2011; Maydeu-Olivares 
& Brown, 2010)。假设效应值 t为所测潜在特质 η
的线性函数, 那么被试对题目 l 的两个陈述产生
的效应值 ti和 tk, 可以表述为潜在特质 ηa和 ηb的

线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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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l

y 也有一个新的表达式： 

*
l i ki k t t i a k by t t μ μ λη λ η= − = − + −

 

 i k l i a k b i ke e e eγ λη λ η+ − = + − + −
 

(9) 
*
l

y 是一个连续变量, 被试的反应 yl是(0, 1)分

类变量。假设潜在特质、误差服从正态分布, 则 *
l

y

也 服 从 正 态 分 布 , 项 目 反 应 函 数 (Item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ICF)满足正态拱形模型
(Normal Ogive Model), 即被试选择陈述 i而不是
陈述 k的条件概率为： 

2 2
Pr( 1 , ) l i a k b

l a b
i k

y γ λη λ ηη η
ψ ψ

⎛ ⎞+ −⎜ ⎟= = Φ
⎜ ⎟+⎝ ⎠

 (10) 

也可以表述为： 

( )Pr( 1 , )l a b l i a k by η η α β η β η= = Φ + −  (11) 

这是一个 0-1记分的双参数多维 IRT模型。η
为被试的潜在特质分数, 与 Likert 量表所测的潜
在特质具有相同的性质, 服从多元正态分布, 没
有测量误差, 这些特点都优于传统计分。 

瑟斯顿 IRT 模型可以采用有限信息估计方法
比如未加权最小二乘法(Unweighted Least Squares, 
ULS) 或者对角加权 最 小二乘法 (Diagonally 
Weighted Least Squares, DWLS) 等(Forero, Maydeu- 
Olivares, & Gallardo-Pujol, 2009)来进行题目参数
估计。对于被试特质水平 η 的估计可以采用极大
后验估计法(Maximum a Posteriori, MA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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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和 Maydeu-Olivares (2011)通过模拟研
究探讨了影响瑟斯顿 IRT 模型的拟合度、模型参
数和潜在特质估计精度的一些因素。结果表明 , 
迫选测验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实现瑟斯顿 IRT 模型
的良好估计： 

(1)用来配对的陈述的区分度高, 即要选择测
量属性优良的陈述匹配成题组;  

(2)测评的特质较多, 而且相关较低;  
(3)瑟斯顿 IRT 模型允许两个以上的陈述配对, 

而且多个陈述的配对优于两两配对;  
(4)最好有一半的题组是正向陈述和负向陈述

配对, 比如“A.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是正向陈
述, 而“B. 我每天心情都不好。” 是负向陈述。如
果都是正向陈述配正向陈述, 则题组数量的增多
不会增加估计精度。例如, 当测量特质为 5 个、
每个题组包含 4 个陈述、且含有正向和负向陈述
配对的题组时, 仅需 15个题组, 模型参数(阈值、
载荷、特质间相关和残差方差 )的相对偏差
(relative bias)在 0.01 左右, 估计的特质分数与真
值的平均相关为 0.94, 信度为 0.89。如果没有正
负配对的题组, 则同样条件下特质间相关的相对
偏差增大到 0.095, 估计的特质分数与真值的平均
相关为 0.87, 信度为 0.75。 

可见含有正向和负向陈述配对的题组对瑟斯

顿 IRT 模型实现精确估计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迫
选测验满足了该条件就很难具备抗作假的性能了, 
因为在高利害的选拔情境下, 被试如果有意作弊
是不会选择负向陈述的。因而 , Brown 和
Maydeu-Olivares (2012, 2013)指出编制适用于瑟
斯顿 IRT 模型的抗作假迫选测验是一件非常有挑
战性的工作, 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目前, 对
于用以应对 Likert 量表常出现的一致性偏差、光
环效应等的迫选测验, 可直接使用瑟斯顿 IRT 模
型进行分析。 

Brown 和 Maydeu-Olivares (2013) 收集了实
测数据来比较 Likert 式和迫选式的顾客沟通风格
问 卷 (Customer Contact Styles Questionnaire, 
CCSQ)的信度和效度。该问卷测量了 16 个维度, 
共 128 个题目。研究者将来自不同维度的四个陈
述组成一个题组, 要求被试在作答时对题组中的
每个陈述均进行 Likert 式的五点量表评定, 然后
选择出“最符合”和“最不符合”自己的陈述各一
项。这种作答方式可以同时获得 Likert 式和迫选

式的作答数据, 对每种数据都同时进行 CTT 和
IRT分析, 其中 Likert式数据采用的 IRT模型是等
级反应模型(Graded Response Model), 迫选式数
据采用的是瑟斯顿 IRT 模型。结果表明, 对于迫
选式数据如果采用瑟斯顿 IRT 方法估计的经验信
度为 0.72~0.89, 中数为 0.80, 大于 CTT框架下估
计的信度(α系数为 0.57~0.80, 中数为 0.72), 但是
它们都低于 Likert 式数据的信度, 这是由于被试
对迫选测验的作答反应较少造成的。例如被试对

一个题组的迫选反应, 只需选出“最符合”和“最不
符合”两项就可以了 , 而对题组中的四个陈述都
需作 Likert式反应。对于 Likert式数据, 采用 CTT
和 IRT 方法分析, 得到的特质(维度)间的相关均
为正值, 平均相关分别为 0.22 和 0.21; 对于迫选
式数据, 采用瑟斯顿 IRT 模型估计的特质相关也
均为正值, 平均相关为 0.12, 与Likert式数据的特
质相关比较接近; 而采用传统计分得到的维度间
的相关有正有负, 平均相关为-0.07, 这是由于它
们是自模式数据造成的。效标关联效度(效标为基
于工作表现给予的奖金)的检验也发现, 采用迫选
测验传统计分方式计算的维度分数与效标的相关

有正有负 (其中有两个维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 
而采用瑟斯顿 IRT 模型估计的特质分数与效标的
相关与 Likert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非常接近。 

Brown和 Maydeu-Olivares认为, 这些结果可
以说明采用瑟斯顿 IRT 模型计分优于传统计分, 
模型估计的特质分数已不具有自模式数据的性质, 
可以在迫选测验的计分和信效度检验中应用。但

是, 迫选测验是否优于 Likert 式测验, 或者在某
些测试条件下(如选拔情境、临床筛查等)哪种形式
的测验效度更佳, 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检验。 
2.2  Stark 的 MUPP 模型 

Stark, Chernyshenko 和 Drasgow (2005)提出
了 MUPP模型。瑟斯顿 IRT模型和 MUPP模型都
描述了被试发生迫选行为时的反应过程, 但是它
们的根基—— 关于被试对单个的人格陈述如何
反应的理解—— 却是完全不同的。瑟斯顿 IRT模
型假设它是一种优势模型(Dominance Model), 即
被试的特质水平越高, 被试的反应概率越大。例
如 , 对于陈述“我大多数的时候心情都很好”, 被
试的乐观性越高, 越容易同意这句话。MUPP 模
型则假设被试对单个陈述的反应是一种展开模型

(Unfolding Model), 即被试距离题目 i的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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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越近, 越容易同意; 越远, 越容易不同意。例
如 , 对于一个中等程度的陈述“我认为到一些国
家旅游还不错”, 如果被试不热爱旅游, 或者是个
旅游发烧友都不会同意这句话。 

Stark基于展开模型建构了MUPP模型, 该模
型认为, 假设配对的两个陈述 s和 t分别测量特质
θds和θdt, 被试对两个陈述 s和 t独立反应, 则其选
择 s而不选择 t的反应概率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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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s(1)是指被试同意陈述 s的概率, Ps(0)
是指被试不同意陈述 s的概率; Pt(1)是指被试同意
陈述 t的概率, Pt(0)是指被试不同意陈述 t的概率。
它们都是被试对单个陈述 s或者 t的反应概率, 被
定义为广义等级展开模型 (Generalized Graded 
Unfolding Model, GGUM),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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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UPP 模型中的参数估计不是基于被试对迫

选题目的反应数据, 而是先让被试对单个的陈述
(采用Likert评定方式)作答, 然后基于这个数据进
行单维的 GGUM模型的参数估计。参数估计结束
后, 把 α、δ、γ 和 τ 的估计值代入公式(12), 用该
模型来拟合被试对迫选题目的反应数据 , 采用
Bayes估计求出被试的潜在特质 θ, 该特质分数服
从多元正态分布, 不再是自模式数据。 

作为一个工业与组织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 , 
Stark 比 Brown 更看重迫选测验在组织中的应用
价值, 特别强调迫选测验的抗作假性能。他提出
了基于 MUPP模型的抗作假的迫选测验的编制过
程, 其具体步骤如下：(1)针对每个特质, 编写大
量的陈述; (2)要求一组评委评定每个陈述的社会
称许性 ; (3)让一组被试作答每一个陈述 (采用
Likert 评定方式), 定义其反应模型为展开模型 , 
采用 GGUM2000 软件 (Roberts, Donoghue, & 
Laughlin, 2000), 估计每个陈述的位置参数; (4)创

建抗作假的题组。匹配陈述的条件是：(1)社会称
许性近似; (2)配对的陈述来自不同的维度, 但在
所有配对中要有 10%~20%的单维配对(即来自同
一维度的陈述两两配对); (3)用于配对的两个陈述
的位置参数不同, 如果位置参数接近, 被试会随
机反应。Stark 等人(2005)基于该编制过程生成了
多套迫选测验 , 然后模拟被试的反应 , 再采用
MUPP 模型估计被试的特质分数。结果发现, 当
陈述个数为 40 (两两配对成 20个题组)时, 估计的
特质分数与真值的平均相关为 0.90; 如果陈述个
数为 20, 且只含有 10%的单维配对时 , 相关为
0.76; 而陈述个数为 80, 且含有 20%的单维配对
时, 相关为 0.94。 

Chernyshenko 等人(2009)通过实测数据 , 比
较了测量秩序、自我控制和社交性三种人格特质

的 Likert式测验和基于 MUPP模型开发的抗作假
迫选测验的信效度。采用 MUPP模型分析迫选测
验的作答数据, 三种特质的信度分别为 0.75, 0.66
和 0.73, 高于 Likert 式测验的信度(α 系数分别为
0.74, 0.54和 0.62)。多质多法分析的结果显示, 对
于所测的同一种特质, 采用两种测验形式估计的
特质分数的相关大多在 0.7 以上, 而且不同测验
形式同种特质间的相关要远大于相同测验形式不

同特质间的相关。两种测验的效标关联效度 (效
标为健康和学习行为 ) 非常接近。此外 , Stark, 
Chernyshenko, Drasgow 和 White (2012)基于
MUPP 模型开发了计算机自适应的迫选测验, 实
测数据的检验结果表明迫选测验与效标之间的相

关符合理论假设, 效标效度良好。 
2.3  瑟斯顿 IRT 模型和 MUPP 模型的比较 

无论是理论模型的建构, 还是实际应用的可
行性, 两个模型都有很大的差异, 也各有一些不
足的地方。 

首先, 瑟斯顿 IRT 模型和 MUPP 模型关于被
试对人格题目的反应方式的理解不同。那么, 人
们对单个的人格陈述是怎样反应的, 是优势模型, 
还是展开模型更合理, 至今仍是测量学家争论的
热点话题。传统的人格测验题目都是能够代表潜

在特质的典型陈述, 比如, “我是个快乐的、对什
么事情都兴致勃勃的人”, 测量“乐观性”的题目一
般称许性都会比较高。这些题目适合于优势模型, 
即被试选择“同意”, 代表乐观性高 , 选择“不同
意”, 代表乐观性低。展开模型适用于题目位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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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分散的测验, 很多题目的社会称许性就会不明
显, 因而更适用于编制抗作假的测验。 

其次, 目前的 MUPP 模型只适用于两两配对
的题目, 还没有将其应用到一个题组包含多个陈
述的题目形式中, 应用范围较窄。此外, MUPP模
型的题目参数是基于被试对单个陈述的反应数据

估计出来的, 还需要对模型进行改进, 提出基于
迫选反应数据的题目参数估计方法。相反, 瑟斯
顿 IRT 模型适用于各种迫选的题目形式, 比如多
于两个的陈述配成题组, 多个陈述排序等题型。
而且, 瑟斯顿 IRT 模型存在更大的拓展空间, 例
如可以在模型中增加参数, 定义潜变量之间的关
系, 引入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等, 使其适用于多
样化的迫选反应数据(如存在不同子群体或者多
个层级的数据), 满足更多的分析需求(如探究特
质和外源变量之间的关系)。 

第三, Stark等基于 MUPP模型给出了开发抗
作假的迫选测验的操作步骤 , 模拟研究显示
MUPP 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这种抗作假的迫选测
验的反应数据, 但是还缺少大量的在选拔情境中
的实证数据的检验, 这限制了该模型的实际应用
和推广。瑟斯顿 IRT 模型是针对一般性的迫选测
验提出的反应模型, 然而它能否较好地拟合抗作
假迫选测验的作答数据, 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模拟
研究和实证研究来证明。实际上, 直接把瑟斯顿
IRT 模型应用到抗作假的迫选测验上很难得到良
好的估计, 必须基于瑟斯顿 IRT 模型的性质来改
进迫选测验的编制方法 , 增加陈述匹配的条件 , 
这样产生的抗作假的迫选测验的反应数据才适用

以瑟斯顿 IRT模型进行分析。 
总之 , 瑟斯顿 IRT 模型是一个具有较好的

测量学属性的模型 , 它把瑟斯顿比较判断法则
定义为一个普通的多维 IRT 模型 , 采用大众化
的软件 Mplus (Muthén & Muthén, 2013)就可以
实现参数估计, 非常有利于普及。但是, 还需要
进一步探讨该如何基于瑟斯顿 IRT 模型开发抗
作假的迫选测验 , 使其有益于解决人格测验在
应聘情境中使用的窘境。Stark 等人已经提出了
基于 MUPP 模型的抗作假迫选测验的开发和计
分程序, 但是MUPP模型的拓展性较差 , 参数估
计的方法有待提高 , 而且模型复杂 , 参数估计
程序不易获得和使用。可见, 两个模型都有待进
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3  发展趋势与研究方向 

以上对迫选测验的传统计分方式及其弊端进

行了总结, 并介绍了针对迫选测验的 IRT 计分模型
的新进展。下面将主要探讨迫选测验计分模型的应

用前景及发展中亟待研究者去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3.1  基于迫选反应过程的 IRT 计分模型的出现, 

有望解决传统计分的问题 
面对传统计分方式带来的难以解决的自模式

数据的问题, IRT模型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
视角和广阔的研究空间, 目前已成为近几年来人
格测验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 , 除了瑟斯顿
IRT 模型和 MUPP 模型, 一些新的 IRT 模型将会
陆续出现。但是, 这些新型的计分模型都有待大
量实证性研究的检验和修正, 模型的适用性和有
效性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3.2  有待开展采用 IRT 模型估计的迫选测验特质

分数在应聘情境中的效度研究 
迫选式人格测验在应聘情境下使用的有效性

研究通常采用相同的研究范式, 即通过对测验作
答情境的操控, 分别创建一个无压力情境(假设被
试会诚实作答), 和一个模拟或者真实的应聘情境
(假设被试在此种情境下较易出现作假反应偏差)。
然后, 考察被试在不同的测验情境中, 对迫选测
验与 Likert 量表的作答是否存在差异。已有研究
结果发现：在(模拟)应聘情境下, 迫选测验受作假
影响较小。例如, 相比无压力情境, 在应聘情境下, 
《个人动机评估》 (Assessment of Individual 
Motivation, AIM) (White & Young, 1998)这种迫选
测验的分数升高 0.1个标准差; 而传统的 Liket测
验《背景和生活经历评估》 (Assessment of 
Background and Life Experiences, ABLE)分数升高
了 1.5个标准差(Stark et al., 2011)。此外, 迫选测
验在无压力情境与(模拟)应聘情境中都对效标有
显著预测作用, 但是 Likert 测验的这种预测作用
仅体现在无压力情境中(Hogan, 2005; Viswesvaran, 
Deller, & Ones, 2007)。这些都是基于采用传统计
分方式获得的迫选反应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 由
于自模式数据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这些结论并不
可靠。因而, 采用 IRT 模型估计的迫选测验特质
分数是否同样具有较强的抗作假性, 以及在无压
力情境和(模拟)应聘情境下其与 Likert 量表分数
的关联性和差异性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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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待开发自适应的迫选测验来解决迫选测

验题量大的问题 
为了实现 IRT 模型的精确估计, 迫选测验往

往需要大量的题目 , 这会阻碍它在实际中的应
用。计算机自适应测试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 CAT)是随着 IRT 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发展而
出现的一种新的测量手段, CAT 根据被试当前的
能力估计水平不断地从题库中选择下一个最适合

被试作答的题目施测, 因而使用 CAT 只需较少的
项目就可以提供更加准确的能力估计。如果将迫

选测验与 CAT技术结合起来, 可以有效地克服迫
选测验题量大的问题。 

2011 年和 2012 年 Stark 等人开发了基于
MUPP模型的自适应测验(Stark & Chernyshenko, 
2011; Stark et al., 2012)。他们发现, 题量限制相同
的情况下 , 如果迫选测验采用自适应程序施测 , 
对被试能力估计的精度更高。但是, 被试必须完
成所有的题目该适应程序才能结束, 因而不能达
到减少题量的目的。此外, 这一自适应程序并没
有实现真正的随机配对, 而是按照每个陈述的参
数事先进行配对, 也就是题库中的题对是事先预
置好的, 还不能在被试作答过程中实现陈述的自
由配对。此外目前还没有开发出基于瑟斯顿 IRT
模型的自适应测验, 因而还需要大量的迫选自适
应测验的研究。 

迫选式人格测验可以有效降低传统 Likert 式
测验的反应偏差, 有利于提高人格测评的测量精
度和有效性。迫选测验的 IRT 模型, 可以规避传
统计分方式带来的自模式数据的问题, 测验分数
方便进行统计分析, 有利于挖掘和揭示变量之间
的关系。因而迫选式人格测验不仅在人才选拔应

用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而且在学术研究领域
也有望得到重视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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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ventional and the IRT-based Scoring Methods of Forced-Choice 
Personality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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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ventional scoring method of forced-choice personality tests produces the ipsative data to 
whic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and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can not apply.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se problems, some researchers have come up with item response theory-based 
(IRT-based) models for the scoring and analysis of forced-choice tests. These models, such as Thurstonian 
IRT model and Multi-Unidimensional Pairwise-Preference Model (MUPP), can avoid the disadvantages of 
ipsative data. On one hand, Thurstonian IRT model can be easily used for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it is 
flexible in model specification, while MUPP has poor expansibility and still needs improvement in 
parameter estimation method. On the other hand, MUPP has been used to develop forced-choice tests 
against faking but Thurstonian IRT model is still far from this kind of application. More empirical studies 
are needed to test the applic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both models. 
Key words: forced-choice tests; ipsative data; Thurstonian IRT model; MUPP 


